斯文不丧畏匡时
——石川忠久其人其诗——
　　　　　　　　　　　                       金 中

    日本受中国文化熏陶，长期以来模仿中国古典诗进行着汉诗创作。奈良时代出现了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平安时代先后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三部敕撰汉诗集问世。镰仓、室町时代汉诗作者多为学僧，作品通称为“五山文学”。江户时代伴随德川幕府提倡儒学教育，以儒家学者为中心的汉诗创作日益隆盛。幕末维新运动高涨，大批志士以汉诗慷慨抒怀，对社会影响极大。明治时期日本汉诗创作达到了空前盛况，诗社兴起，各大报社均辟有汉诗专栏，以至竟发展到士人以不会汉诗为耻的程度。
    日本人能够阅读汉文，得益于汉文“训读法”的发明。其定型于平安时代，即通过适当改变语序，对汉文进行日语训诂。汉文中实词部分的汉字基本上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虚词则通过与之相应的日语文言助词及助动词表达，从而实现一种对汉文极为精确的解读，不同于如将汉文译成英语时那种模糊的翻译。千百年来，日本人就是通过“训读法”自如地阅读汉文的。汉文的训读文作为日语，具有语音刚健爽朗的特点，与固有和文的轻柔冗长风格迥异，对日语及日本文学的成长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

    日本社会具有接触中国文化的浓厚氛围和对汉学的长期历史积淀。其汉诗爱好者凭借自身努力，对中国诗文进行长年累月孜孜不懈地熟读钻研，逐渐掌握了对汉诗遣词造句的处理把握，便具备了创作汉诗的条件。由于日语本身不存在平仄和押韵，他们需要对汉诗中常用字的所属韵部完全死记硬背，不象中国人能够对入声字以外的大部分用字根据其现代汉语发音进行大致判断。
    日本的汉诗人通过汉文“训读法”阅读学习中国诗，创作时脑海中以训读文的思维构思诗句，书写时再将其转换成纯汉字的表现形式，这就是他们作汉诗的程序。所以我们也用不着对日本人能够作出象样的汉诗感到过分惊讶，因为简单地说，日本人是用日语读汉诗，并用日语作汉诗的，而并非使用其母语之外的汉语进行直接创作。这也是中国本土之外的其它民族中，日本人对汉诗的研究及创作水平相对较高的原因。
    历史上除了阿倍仲麻吕、空海这样作为谴唐使或留学生在中国本土居住过的人之外，写汉诗的日本人大都不会当代汉语。因此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人能够作汉诗但不能将之用汉语念出来，仅能诵之为日语训读文。对于汉诗字数的整齐一致，只能得到视觉观看而非实际的听觉感受。汉诗经训读后成了每句长短不一的文言自由诗，虽然其作为日语同样具有高雅的格调，但毕竟比不上汉语原文的朗诵效果。日本人欣赏汉诗主要通过诗句的内容单方面进行。平仄和押韵对日本人来说是纯粹为了规则的规则，其所带来的抑扬顿挫及和谐的音韵美，创作者本人无法享受。而中国读者却能直接用汉语欣赏日本人所作的汉诗。
    就是通过“训读法”这一即简便精确又有所残缺的手段，日本人经过一代又一代对中国诗文典籍的学习，创造了一个持续了一千三百年的日本汉诗史，一直传承到了今天。
环堵风凉无点尘，帷前庭草自鲜新。宁为守拙读书子，胜作功名场里人。

（≪读书乐≫）
这首诗是石川忠久先生的作品。石川忠久是日本汉诗传统在当代的继承，基本上代表了目前日本汉诗创作的最高水准。
石川忠久1932年出生于东京。六岁时随父亲的工作调动迁居中国东北，在长春和沈阳相继上了小学。十三岁刚入中学时，正值日本战败投降。混乱中流落抚顺，曾有在当地煤厂从事铺轨烧炭工作的经历。次年回到日本，在东京上了中学。十五岁起开始学习诗作，雅号岳堂。以后考入东京大学，出于对中国古典诗的热爱，选择了文学系中文专业。毕业后相继从教于日本樱美林大学、二松学舍大学。现任二松学舍大学校长、斯文会理事长等职。
1992年石川忠久以学术论文≪陶渊明研究≫获日本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为纪念花甲，出版了诗集≪长安好日≫。2001年为纪念古稀，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桃源佳境≫。两册诗集各收诗作近二百首，以七绝为主，兼收五、七律等其它形式。内容以访问中国时的作品为中心，洋溢着对中华山川历史的深厚仰慕之情。

石川忠久自1946年离开中国后，由于历史原因始终无法再去中国。直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于1977年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的机会，对其本人来说“如慰饥渴”。以后，他以平均一年两次的频度，多次率日本汉诗爱好者访问中国。对梦寐的中国名胜进行了亲身探访，所谓“此行不是梦中游，万里来寻似病瘳” (≪成都杜甫草堂≫) 。
“西出长安欲问边，陇山尽处蜀山连” (≪秦州途中≫) 、“窗外斜光射醉眸，铁轮西上古秦州” (≪夜向天水≫) 、“一炊梦觉白云里，身在洞庭湖上天” (≪自重庆向武汉飞机上≫)、“欸乃声中凌急湍，轻舟一棹入清澜” (≪小三峡≫)、“一百里程春雨里，轻车徐入太湖西”(≪宜兴途中≫)，这些诗句纪录了他的旅行足迹。据诗集中宣称，中国的著名景致已几乎行遍。
子美重游地，乐天中隐山。翠杨烟叆叇，碧涧水潺湲。

鸟向洛城去，人看伊阙还。桥头今古色，伫立忘尘寰。

                                                      (≪龙门≫)

柳絮秦州路，桐花五丈原。临风忆臣节，仰树吊诗魂。

心怆兴亡变，目娱山水存。同游成句后，意惬共开樽。   

        (≪子美孔明史迹行≫)

苍树森然古学宫，溪声绕屋自淙淙。洞中白鹿留遗韵，犹对檐前五老峰。

(≪白鹿洞书院≫)

留取丹心土牢里，状元宰相气何扬。庙前枣树老株在，长指江南天一方。 

                                                (≪文天祥庙≫)

这些诗作表现了石川忠久对中国文化遗迹的由衷向往及对历史人物的倾倒。
“城中七十二泉水，尽蘸垂杨使染青” (≪济南≫)、“南天门下八千级，三五人从云底来” (≪泰山南天门≫) 、“洞天百尺如蓝水，何让西施浓淡妆” (≪东湖≫) 、“五更梦觉开窗处，满耳涛声满眼星” (≪岳阳舟中≫)，这些诗句描写了旅途的旖旎风光。“田家无有闲人在，护稻终时又插秧” (≪庐山途中≫) 、“电光璀璨浦东楼，照出申江来往舟” (≪上海月夜≫)、“如今治水人人力，何让当年大禹功” (≪黄河偶成≫)、“岂止区区峡中景？前途可看葛洲门” (≪新三峡歌≫)， 这些则表现了对新中国劳动建设的赞美。
石川忠久诗作的特点是善于捕捉旅途中诗意的瞬间，将其非常生动地表现在七言绝句的转结句中。
金陵夜雨惠山风，岂料江南寒未融。幸有西施湖上柳，多情招我晓烟中。

(≪江南周游偶成≫)

南顶登来路峻严，寒威凛冽比刀镰。半途口渴含新雪，一阵天飚拂素髯。

(≪南台登顶≫)

貂蝉故里傍浑河，闾巷犹存古俗多。刀面豆芽鸡黍饭，村娃笑问味如何。

(≪浑源县≫)

名酿夙知青史中，垆前唯见壁书空。三间老铺无人管，欲买一瓶寻小童。
(≪鞆浦保命酒铺≫)

鞆浦位于日本广岛县福山市附近，历史上以盛产保命酒得名。最后一首通过敞开的酒铺竟无售货员这一闲散之态的描写，反映了小镇的安详和民风的纯朴。
      樱花雪里到扶桑，翠柳烟中还本乡。三岁遍游东海日，一身能负大邦光。

早知商策非通术，犹学倭文存绮章。功就今宵挥手后，他年堂上见苏张。

 (≪送中国某生还本乡≫)

自古有为人，多迁江海滨。他山可攻玉，逝水足修身。

居好风骚地，计仍鱼米津。洋洋前路阔，羡汝在青春。

      (≪送哲儿任之仓敷≫)

    前一首是八十年代初期石川忠久与一位中国学生的留别之作。据诗集中注，“商策”指四人帮的极左政策。后一首是送其次子赴任之作。仓敷位于冈山县，是日本古来文化气氛浓郁的鱼米之乡。这两首诗表现颇具力度，亦堪称佳作。
    石川忠久留白短须，体形略腴，谈吐温雅，面带微笑。从言谈举止，自能感到一种名士风范。袁行霈教授在为≪长安好日≫所作的序文中，称其有“魏晋文人”之风貌，“五律工稳中见奇峭，七绝平夷中现性灵”。石川忠久亦工书法，能说非常纯正的“北京味”汉语。据本人讲其童年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生活经历并未对中国话留下多少印象，主要靠大学以后的自学掌握。尽管熟知现代汉语，石川忠久仍同日本历史上其他汉诗人一样，一贯以日语思维阅读及创作汉诗。诗作构思敏捷，常在旅途中即兴咏出，能以一种非常有韵味的声调朗诵汉诗的日语训读文。可惜日本现在象这样能身兼汉诗创作及研究的旧式文人已寥寥无几。
    石川忠久致力于汉诗的社会推广，其关于介绍中国古典诗的普及著作极丰。曾担任讲解，随日本NHK电视台摄制组到中国进行了≪汉诗纪行≫、≪长江三峡≫等节目的拍摄。特别是在汤岛圣堂举办的诗会讲座，规模较大。汤岛圣堂即东京的孔庙，位于御茶水站附近一片绿树浓荫的掩映之中。为江户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为振兴儒学，于1690年创建，至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长期以来是日本的学术中心。1923年毁于关东大地震时的火灾，以后进行了重建。现在的汤岛圣堂恢复了江户时代的样式，建有大成殿，灰墙碧瓦，肃穆庄严。殿内供奉着明朱舜水来日时所携的孔子铜像，外园立有高大的孔子石像。石川忠久有≪贺圣堂复兴五十周年≫一诗赞之：

成均经始卜汤冈，洙泗源流入此乡。遗老布风传圣像，诸生立雪望宫墙。

人情世态屡迁易，吾道斯文自发扬。再建五旬轮奂美，日东犹见鲁灵光。

    大正年间，提倡以孔子为楷模，继承先古学问与文化传统的有识之士成立了“斯文会”，至今负责着汤岛圣堂的管理，举办孔子祭祀活动及开办面向社会的文化讲座等事务。由石川忠久主讲的“圣社诗会”于汤岛圣堂每月定期授课一次，事先布置诗题，学员以此为内容将诗作交上后，石川在课堂上一一修改评判。这一公开讲座极受好评，始终处于报名者须等有人退会出现空缺才能加入的爆满盛况。
    这说明日本目前汉诗爱好者还是大有人在的一面，但同时必须指出，日本的汉诗界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诗会的学员是清一色白发苍苍的长者，青年人所占比例极小，这一点与中国诗界颇为相似。
    日本当今的汉诗创作，无论从爱好者的数量还是整体实力，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明治时期的汉诗盛况，实际上是江户时代严格的汉学教育之余韵。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思潮兴起，西学隆盛使得传统汉学不再象以往受到重视，其后果很快从大正、昭和时期汉诗的没落中显现出来。特别是战后日本的教育方针轻视汉文，汉文以往是与英语、数学、国语（即日语）相并列的一门单独学科，现在则被纳为国语课的一部分，无论从教学时间和内容上都大幅减少。不少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都取消了汉文项目，这就使得青年人中学习汉诗文的人越来越少。日本社会整体的汉文素质日渐低下，汉诗成了游离于一般日本人兴趣之外的过于高古的文艺形式。日本近年来社会道德颓废，再见不到明治时期那种民族昂扬的进取精神，青年一代胸无大志贪图安逸，很多老一代人都认为这与日本社会长期轻视汉文不无关系。
    石川忠久有一首题为≪敬挽诸桥止轩儒宗≫之作：
开元集贤老，独见后凋姿。一百春秋足，三千桃李滋。学承元晦业，文敌叔重辞。芸阁治坟籍，储宫作国师。功高赐章下，德厚令名随。龙化穷阴日，兰枯衰俗时。

杏坛哲人萎，惆怅欲何之。                             

    诸桥辙次雅号止轩，生于1883年，得享百年天寿。是巨著≪大汉和辞典≫的编者，曾担任日本皇室的汉学讲习。这首诗格调渐哀，末尾流露了对一代鸿儒谢世及世道衰颓的感叹。
　　出于这种对汉学衰退的强烈担忧，石川忠久在社会上广为奔走，呼唤对汉诗文的重视。1995年发起各界人士组成了“汉字文化振兴会”。1997年在于香川县举办的日本国民文化节上，首次将汉诗作为正式项目纳入了大会。要求的参赛作品为一首七言绝句，共收到来自日本各地一千多首诗作报名，最后一等奖为一位僧人获得。
    石川忠久认为汉诗是经过自≪诗经≫尔来无数代人不断开拓提炼，在唐代得以大成的“世界最高的诗歌”，把陶渊明、李白、杜甫的作品看作理想的极致。强调当代的汉诗创作，应是对这一“风雅之道”的全面继承，反对炫新耀奇。谴词用语讲究出典，在押韵、平仄上保持着清教徒式的严谨。纵观日本当代总体汉诗创作，多以表现吟游山水之类的闲情逸趣为主，对于时代风云、社会现实的把握则有所不及。这与中国目前提倡诗韵改革、主张诗词内容反映当代生活的趋势相径庭。远离中国本土，造成日本汉诗爱好者对中国过于强烈的慕古情调；不谙现代汉语发音，使得他们不得不依赖“平水韵”这样的传统韵书。不过我们虽然路线不一，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斯文扫地的现代，把从祖先一直传授下来的汉诗，作为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继承下去，不让它废掉。石川忠久的汉诗创作及普及活动，正是其欲挽日本汉诗传统衰退狂澜于即倒的执著体现。最后引用其≪就二松学舍理事长之任有感≫一诗结束本文。

蓬莱风骨欲何之，恰是千年历数期。五典犹存避秦世，斯文不丧畏匡时。

冤禽填海似堪笑，愚叟移山岂可疑。承乏念思先哲业，双松景仰岁寒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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